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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群聚形态是复原与研究血缘社会的必由之路 
 

裴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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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考古发现，本文论述了中国聚落群聚形态的特点与演变，及其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与此同 

时，也指出了国内外目前流行的“区域聚落形态”、 “酋邦”、“四级聚落等级国家论”等理论与

方法的错误与缺陷。 

 

2014年，作者专著《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项目）出版了；2019 年，《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2017 年国家社

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了。这二本书不仅在国内外第一次提出了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理

论与方法，第一次在聚落群聚形态的平台上从事了有关起源问题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还在国

内外第一次证明了利用聚落群聚形态复原血缘社会研究血缘社会是可行的，并为复原血缘社

会研究血缘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与视角。 

一、中国聚落群聚形态的特点与历史演变 

    就人类的组织发展史而言，人类先后经历了二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血缘社会，人类的

组织以血缘为纽带；第二阶段，是地缘社会，以一定地区的自然环境、语言和生活习俗为纽

带。 

    已有的研究表明，人类早期之所以会需要并形成群聚现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的自然属性使然。 

    考古发现，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人类的居住遗址就存在明显的群聚现象，河北阳原

泥河湾盆地就是如此，在桑干河的南岸东西约 2 公里南北约 1公里的范围内就聚集了 12个

遗址，其中有 9 个明显相聚为 4 群，群内成员之间的距离都不超过 400 米1（图 1，1）。另

外，飞梁与东谷坨二个相距仅数百米的遗址，不仅时代接近约 210万年，而且发掘表明还拥

有时代与特点相同的文化层2。这说明群聚现象完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现象，是人

的自然属性使然。 

    第二，人的社会属性使然。 

由于群体内所有的人都是同血缘的亲戚，虽然后来分家了，但相互之间还是亲戚，原本

的婚姻关系依然存在。正因此，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同血缘的“族外婚”，即部落内氏族与氏

族之间的婚姻。由于方便婚姻的需要，所以也要求各自居住遗址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 

第三，生产力水平低下。 

一方面时代越早社会生产力越低，因而人数的多寡本身就是生产力大小的主要标志；另

一方面单独的人类群体规模很小,人数很少，因此相互组织起来，以小变大，加强互助，不

失为适应生产力低下状况的一种最佳选择；再一方面，为了占有和保护自己的自然食物资源

地，以及农业土地和水利资源，也使人们有了更多联合起来的理由。 

第四，稳定发展的需要。 

稳定历来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具备的必要条件，而力量又是维持稳定所必需具

备的基础。为此，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群体规模小，人数少的背景下，走团结联合之路，

才能创造力量，维持和平，从而有利于人类组织自身的长期稳定发展。  

正因此，群聚不仅是人类早期最基本的自然生活方式和普遍的社会组织形态，而且还是

利用自然环境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谋取最佳发展效果的必然选择。 

    根据已有的研究，中国商周及以前共有聚落群、聚落群团、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

                                                                        
1 谢飞等：《泥河湾旧石器文化》，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67—80 页。 
2 谢飞等：《泥河湾旧石器文化》，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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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种不同的聚落群聚形态3。 

    聚落群：以单个聚落为组织单位相互近距离相聚而形成的组织与组织形态，是所有聚落

组织中规模最小的一种组织。由于已有的民族学资料显示，“到发现美洲的时候，全北美的

印第安人都已依照母权制组成为氏族”4，所以聚氏族而居的聚落近距离相聚的群体就相当

于部落，就是一种相互拥有直系血缘关系的组织。 

    聚落群团：以单个聚落群为组织单位相互近距离相聚而形成的组织与组织形态，由于组

织单位升级了，直系加旁系的血缘组织都有，所以组织规模也明显大于聚落群。 

    聚落集团：以一体化聚落群团为核心，其它有血缘关系的聚落群、聚落群团相互近距离

相聚而形成的一体化实体组织与组织形态。其中，组织规模明显超过聚落群团，但血缘关系

相对松散，既有直系、旁系，还有远亲。 

    早期国家：地域邻近的不同血缘的聚落组织相互自愿结成的一体化实体联盟。其中，有

的跨血缘结盟，有的又跨血缘又跨地域结盟。 

    古国：实际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在暴力的基础上，在邻近地区不同血缘组织之间建立

了以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为特点的统治关系的聚落组织。 

    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商周及以前的聚落群聚形态特点与演变经历了五个阶段，并

同步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演变。 

    第一阶段：旧石器——新石器中期中段，即距今约 8000年以前,完全是一个以自然状态

和自然部落为社会实体组织的阶段，并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1、整个社会只有聚落、聚落群、聚落群团三级组织（图 1，1、2）。由于时代较早，规

模普遍较小，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社会组织属性与级别不是很清楚。但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即

距今万年以后，不仅出现了聚氏族而居的聚落，而且聚落、聚落群与组织状态比较松散的聚

落群团即临时性部落联盟的三级社会组织的存在则非常清晰（图 1，1-3）。 

    2、所有的聚落，即使是长辈母氏族所在的聚落，各自都是独立平等的组织单位，也没

有一个聚落拥有能标志社会地位等级较高的公共设施与建筑（图 1，4、5），如新石器时代

晚期可见到的壕沟、城墙、祭坛、宫殿等。 

    3、只有部落才是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实体组织（图 1，1-5）。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方

面正如摩尔根所言：部落“的领土包括他们实际居住的地域，还包括他们在渔猎时足迹所到

的周围地区那么大的范围，同时也得是他们有能力防御其他部落侵入的范围”5。另一方面，

当时人少地广（图 1，3），社会矛盾并不激烈，所以不需要也不存在以联合起来抵御外敌为

己任的永久性的部落联盟。正因为如此，整个社会就流行以部落为基础的集体劳动集体消费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4、随着时代的晚近，人类的聚落群落，即居住地与聚落、聚落组织的分布地域，发生

了重大变化，由以前多位于山区、丘陵区转向以山前地带和平原区为主（图 1，3），采集狩

猎的生存模式也开始向广谱经济变化，并出现了农业起源。 

5、随着时代的晚近，人口的增加，遗址与聚落的面积普遍扩大，聚落组织的规模也在

不断扩大。 

    第二阶段：新石器中期晚段——晚期早段，即距今约 8000——5000 年。这一阶段最重

要的特点就是随着文明的起源，部落的一体化开始了，并逐渐深入。 

    由于人口和聚落数量的增加，人地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断紧张，文明起源了，聚

落社会也从此踏上了一体化的不归路。 

    所谓“一体化”，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与状态，就是由血缘的“小社

会”逐渐过渡为地缘的“大社会”，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无论组织规模大小一律在实力的基

础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 

    考古发现，这种一体化的过程首先就是从部落开始的，并先后经历了三个小的阶段。 

    第一小段，距今约 8000——6500年，以环壕聚落的出现为标志。 

                                                                        
3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 年。 
4［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85 页。 
5［美］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1 年，第 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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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时代中期及以前，由于人地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相对宽松，所以基于自然血缘的

长辈就满足了组织的领导与管理需求。但是，随着人地关系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激化与长期

化，就要求整个集体更紧密地长期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于是就催生了永久性一体化的聚落

组织。河南新郑唐户（图 1，6）、浙江嵊州小黄山等多聚落遗址的发现就是这种组织起步的

代表。     

    与此同时，聚落群与部落的组织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二个遗址上宽超过 10 米深超过 2 米的壕沟表明当时的聚落之间已经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地位和等级分化，少数高等级聚落已经开始用防御功能明显的壕沟来刻意保护6。

受此变化的影响，部落内部人与人之间也出现了地位等级分化，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就是代表。

1991年 12月，，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的论述中曾指出：“阜新查海

的玉器距今 8000 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

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

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 

    另一方面，聚落与聚落之间出现了主从关系。 

    河南新郑唐户、浙江嵊州小黄山等遗址的发掘就表明，当时在同一个聚落群的内部，相

互之间已经出现了以主从关系为核心的等级地位分化。其中，主人与核心就住在壕沟里面，

而随从则环绕在壕沟外面（图 1，6）。 

    再一方面，聚落群与群之间也出现了地位等级分化。 

    以往在临时性部落联盟即普通聚落群团内，各部落成员的地位都是独立平等的。但是，

由于有的部落或聚落群实力异军突起并一体化，从而导致同一联盟内部各聚落群之间也开始

了等级分化。 

    第二小段：距今约 6500——6000年，以新型有长年积水濠沟的出现为标志。 

    距今 6500年以前，中国史前所有环绕在聚落外围的各种沟状设施，无论规模大小，无

论区域所在，开口一律都与聚落居住面等高，都是无积水的干沟。但是，由于长江中游地区

人们惯常定居岗地上的陈年老土多粘重板结，用石器木器很难深挖，所以当时沟的深度都不

超过 1米。于是，为了增强防御功能，人们降低了沟的开口高度，将开口下移到了居住岗地

的下方。又由于岗坡下方的堆积土多系水成，地下水位又高，这样既有利于沟的深挖，又导

致沟内出现了长年积水，有的是地下渗水，有的可与自然河沟联通。湖南澧县城头山汤家岗

文化距今 6500年的濠沟就是中国最早长年积水型濠沟的代表（图 1，8，Ⅰ）7。与此同时，

社会对实力的需求还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出现了以耕作权私有为特点的早期个体劳动和

个体经济，湖南澧县城头山汤家岗文化时期用田埂分割并可长期耕作的大块稻田的发现就是

代表8。又由于个体经济的出现，人类的婚姻方式也开始由流行对偶婚转变为一夫一妻制的

普及9。此外，这一阶段部落内人与人的等级地位贫富分化也更加明显10。 

    第三小段：距今 6000——5000年，中国史前最早一批城址开始崛起。 

    大约距今 6000年前后，中国崛起了史前第一座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图 1，7、8）；

距今约 5000年以前，除了城头山以外，还崛起了一批城址，它们是湖北石首走马岭—屯子

山、湖北天门龙嘴、河南郑州西山（图 1，9）。这些城址的崛起说明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在

进一步加剧，所以就催生了拥有壕（濠）沟与高墙双重防御体系的城址。与此同时，城址的

出现不仅标志着社会一体化程度在进一步深化，而且相对前期的无水壕沟、有水濠沟，巨大

的工程量还显示部落社会出现了拥有强大实力的高级军事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所有的城址都规模小，都是单聚落驻守。因为当时社会的一体化还

只发生在聚落群一级，而聚落群内部又只有一级核心，所以就出现只有核心聚落居住的城址。 

    此外，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中国史前第一批城址还显示了南北不同的修筑方法与模式。 

                                                                        
6 郑州市考古研究院等：《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里岗文化遗存 2007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0 年第 5 期。 
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 年。 
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古城址 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 6 期。 
9 陈雍：《姜寨聚落再检讨》，《华夏考古》1996 年第 4 期。 
10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206、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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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郑州西山是黄河模式的代表，它的特点是干沟加夯土墙；而湖南澧县城头山则是长江

模式的代表，它的特点是水沟加堆筑墙。 

    4、出现了内外城的雏形。 

    郑州西山就是代表。遗址是一个聚落群零距离相聚的多聚落遗址，30万平方米。其中，

核心聚落就住在城里面，其它聚落群的成员就住在城外的大壕沟以内（图 1，9）。这种遗址

的聚落布局，不仅继承了河南新郑唐户（图 1，6）遗址的传统，也开了距今 5000年以后史

前社会出现内外城结构的先河。 

    第三阶段：新石器晚期中段，距今约 5000——4500年,人类的社会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

血缘社会从未有过的一体化聚落群团即永久性部落联盟登上历史舞台（图 1，10-13）。 

    正如恩格斯所言：绝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

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与持久化，这 

种“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11。中国的考古

表明，这种联盟就是永久性一体化的聚落群团，它的出现具有三个方面的重大历史意义。 

    其一，标志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一种政治组织。以前社会的管理，主要是部落一级的管理，

都是血缘辈分管理，长辈说了算。但是，随着一体化聚落群团的出现，历史上第一种真正永

久性跨部落的社会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的组织基础不再单纯是血缘，而是实力，谁有实

力谁就是核心，就能够实现全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 

    其二，标志人类社会由血缘社会开始转向地缘社会。对此意义的揭示，恩格斯有一句话

非常到位，他说：“永久性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12。 

其三，标志聚落实体组织的大型化由此起步。由于以前社会的实体组织只有以聚落个体

为单位的部落，所以组织的规模很小，一般只有 3、5个聚落；但以聚落群为组织单位的一

体化聚落群团出现以后，10—20个同时期聚落近距离抱团相聚的现象就比比皆是。湖北京

山屈家岭，在 23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就聚集了 11个遗址（图 1，10）；湖北天门石家河，在

约 600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就聚集了 18个聚落（图 1，11）。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多聚落和具有内外双重结构的城址此刻也正式诞生

了，湖北天门石家河（图 1，11）、山东日照尧王城（图二，13）就是代表。 

    为什么它们会和一体化聚落群团同时诞生呢？ 

    关键原因就在于聚落群已成为聚落群团的基本组织单位。于是，一体化聚落群团的核心

就是核心聚落群，而核心聚落群又同时拥有二级核心，一级是核心聚落群的核心聚落，另一

级就是核心聚落群的其他成员。       

这种城址的出现不仅表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代政治组织，表明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代

政治中心；还表明政治中心是由核心聚落和核心聚落群其他成员共同构成的，并具有至高无

上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还表明中国最早的礼制、最早的礼器、最早的贵族、最早的人权神

授观念、最早的脑力与体力劳动分工、最早的“城乡”分工，都与这种政治组织的出现存在

明显的因果关系13。 

    第四阶段：新石器晚期晚段，距今约 4500——4000 年，人类从血缘社会开始迈向地缘

社会，聚落集团、早期国家、古国等以往从未见过的一体化实体聚落组织同时崛起。 

    陕西神木石峁就是聚落集团崛起的代表，也是一个聚落集团都群聚在同一个大城里的代

表（图 1，14）14。一方面，东西二个城的本身就说明它是二个大的聚落组织分别营建的；

另一方面，城圈内已有的居住区、墓葬区、陶片分布点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东西各城圈分别住

着不同的聚落群团；再一方面，在城址周围 20—50公里的范围内年代相同的聚落遗址屈指

可数，显示城址缺少统治和压迫对象。 

                                                                        
1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 89页。 
1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 89页。 

1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 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江汉考古编辑部，2016。 
14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639-6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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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是一个早期国家的典型代表（图 1，15）15。一方面，它明显由四

大聚落群团跨血缘结盟而成。其中，瓶窑古城群团与东北部群团是本地组织，地位较高，反

山墓地、瑶山墓地就是证明；而东部其余二个群团则地位明显较低，不仅没有反山、瑶山那

样的祭坛和大型墓葬，也没有出土过高等级的玉礼器，这些都显示他们与前二者并非同根同

祖，而是外来投靠者。另一方面，至今也没有发现良渚遗址群有任何对外征服，并在不同血

缘聚落组织之间建立了统治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证据与迹象。 

 
图 1: 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演变各阶段代表性聚落遗址及其分布平面图 

(1 引自谢飞等《泥河湾旧石器文化》；2 引自房迎三《水阳江旧石器地点埋藏学的初步研究》）；3 引自裴安

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4 引自内蒙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5 引自邱国斌《内蒙古敖汉旗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6 引自张松林《郑州市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思考》；7 引

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8 引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9 引自张玉石《郑

州西山古城发掘记》；10 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 2007 年调查报告》；11 引自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12 引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安徽工作队《皖北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群的初步考察》和《蒙城尉迟寺》；13 引自梁中合《日照尧王

城的新发现、新收获与新认识》；14 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石峁古城》；15 引自浙江考古网与浙江省

                                                                        
15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 年，第 354-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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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16 引自何驽《2010 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新进展》） 

 

    山西临汾盆地陶寺文化时期的聚落组织就是古国出现的代表。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当地

塔儿山以北一直到涝河沿岸只有一个聚落群团。陶寺文化早期，陶寺及其组织成员突然占据

了塔儿山北麓。对此，涝河聚落群团在组织规模发展扩大为聚落集团的基础上，一举攻破了

陶寺城址并血族复仇。为此，陶寺的城墙被人掘了，宫殿与观象台被人毁了，祖墓被人挖了，

城内的男人被人砍了头骨成堆置于灰坑之中16。显然，陶寺的毁灭就意味着一个古国的诞生，

意味着在实力面前涝河集团成了统治者，陶寺成了阶下囚。不过，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

是血缘组织，所以这种古国又可称为“血缘国家”。此外，还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出现以个

人为单位的阶级，所以当时的国家还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第五阶段，夏商周时期，也是聚落群聚现象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期。     

    夏商周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地缘化国家，但各统治民族的基层组织

依然是血缘组织，所以它们的聚落群聚形态基本上与史前晚期一样，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但是，血缘组织的独立性也严重地妨碍了社会更大规模一体化的发展和集中统一领导管

理。于是，从西周初期开始，国家就采取了二个方面的措施来打击血缘组织。一方面，实行

“乡里制”，变以往的血缘组织为国家地缘行政机构，从而剥夺了血缘组织社会与政治的合

法性17；另一方面，又实行“井田制”，变以往土地国家集体二级所有为国家独有，彻底斩

断了血缘组织的经济命脉。由此，延续了几百万年的血缘组织开始衰落。春秋战国，由于多

民族与阶级国家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使用权的完全私有并可以自由买卖，郡县制、

官僚任命制、征兵制的实施，以致人类社会的血缘与民族藩篱全部都被拆除了，每一个人都

由此获得了更多社会的独立性与自由，生产生活的空间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于是，以

血缘为纽带的聚落群聚现象就随着社会地缘一体化的加速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历史的主

角变成了历史的配角。 

    显然，通过聚落群聚形态不同阶段的特点与历史演变不难发现，聚落群聚形态不仅只是

人类血缘社会组织与组织形态的物化遗存，而且还是人类血缘社会所有各种历史活动的主

人、平台与策源地。在所有的历史遗存中，没有一种遗存像聚落群聚形态一样是人与物的共

同载体，是各种人类活动与历史遗存共存的平台，也没有一种遗存像它一样承载了那么多那

么重要的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发展关系的信息；所以它应该就是考古学“由物及人”复原血缘

社会研究血缘社会的最佳平台与突破口， 

二、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意义 

    之所以要复原和研究血缘社会，有二个基本原因。其一，血缘社会是人类历史的主要部

分。不仅时间最早，自有人以来就是血缘社会；而且历时最长，达数百万年之久。在中国，

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夏商周三代，都是血缘社会；只有春秋战国时期才真正

进入地缘社会，至今不足 3千年。所以，复原并研究血缘社会就是复原并研究人类历史的主

要部分。其二，这段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时间非常短暂，中国虽然有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

但识别都非常困难。正因此，血缘社会的复原与研究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的重点，也是中国考

古学的难点。 

自 20 世纪初现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历代考古学家们为这段历史的复原

和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现，夏墟和殷墟的发掘。但是，考古学

以人类物质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又导致考古学复原历史有自己的特点和难度。一方

面物质遗存涉及的种类很广，从自然土壤、动物、植物，以及一切与人类生产生活有关的遗

存；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遗存都不会“说话”，有关遗存的年代、属性、与人类的关系，都

需要考古学的研究。正因此，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除

了田野考古学之外，考古学实际已经变成了多学科结合的集合体。然而，考古学最困难的还

                                                                        
16 何驽：《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 

  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49页。 
17 朱玲玲：《坊里的起源及其演变初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2期； 

  李昕泽 ；《里坊制度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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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各种遗存的年代与物资属性的确定，就像野生稻、早期栽培稻、晚期（成熟）栽培稻的

确定一样，这类问题的解决相对简单，主要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要确定各种遗存与

人类的关系就非常困难，就不单纯是技术与时间的问题。就像江苏吴县草鞋山马家浜文化的

“稻田”一样，仅从技术层面来看，土壤的颜色、包含物、稻属植硅石的数量与形状都证明

它应该属于稻田18；可是，从与人的关系来看，那种小规模坑坑洼洼的田块只能属于“栽培

稻的野生地”，肯定养活不了附近遗址上的居民，也不可能成为当时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地，

更不可能成为当时人类生产方式与农业的代表和标志。正因此，要解决各种遗存与人类关系

的认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只能依赖抽象的科学思维方法、视角和相关认知理论。 

    今天，之所以要重提复原和研究血缘社会历史的问题，不是要否认前人的努力与成果，

而是另有原因，因为新的时代遇到了新的问题，即自苏秉琦先生“重建中国史前史”19的号

召以来近 30 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除了浮在表面上的大量精彩的考古发现以外，就是毫无

遮拦地引进了西方欧美“先进”的“区域聚落形态”、“四级聚落等级国家论”、“酋邦”等理

论与方法。结果出人意料，在复原血缘社会研究血缘社会方面既未取得任何意义突出的实质

性进展，也根本没有探到真正的文明之源20！ 

    历史表明，20世纪西方欧美的考古学经历了二个特点非常鲜明的阶段。二次大战以前，

学界流行马克思主义，并出现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澳裔英籍戈登 ▪ 柴尔德就是

代表。但是，二次大战以后，这类学风与学者至今根本不见。究其原因，关键就因为当时崛

起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使西方国家非常紧张，于是就要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人类学、

考古学就要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国家起源理论划清界限。从此，西方人类学、考古

学就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架空或另筑史前社会形态之路。 

    为什么同为美国人的戈登•威利关于秘鲁维鲁河谷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以及此后兴起

并流行于西方的“区域聚落形态”都竭力回避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人类早期血缘组织的

名称与概念，甚至不惜用现代地缘社会学的思想、概念和名称来研究史前社会，将古人从来

没有见过的“社区”和“社群”等组织形态都套在他们头上，还用以描述历史21？显然，这

样做的结果不仅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摩尔根有关研究的合理性，还以假乱真，彻底改变

了历史的原貌。 

    “酋邦”理论也是二次大战以后兴起的关于史前社会与国家起源的重要理论。它有二个

要点：一是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二是认为酋

邦是史前部落社会与国家之间过渡阶段的社会组织22。 

然而，“酋邦理论”的问题也很多23。 

一般而言，人类历史的演化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有主干也有许多旁支；而且不同的地区

还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特点，有多样性与不平衡。但是，“酋邦理论”产生的主要来源地

夏威夷群岛波利尼西亚的原始民族是否历史演化的旁支，是否有不同的道路，是否有不同的

特点，谁都没有说清楚。显然，在这些问题都没有说清楚之前，就直接将其视为早期人类普

遍经历过的社会形态，肯定是过于绝对化。此外，现代“酋邦理论”之所以有所谓“简单酋

邦”与“复杂酋邦”、“产品经济型酋邦”与“财富经济型酋邦”、“集体型酋邦和个体型酋邦”、

“神权型”与“军事型”等等的分类与提出24，实际也说明该理论还明显的不够成熟。值得

注意的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还证明中国史前早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只有孤独“游群”

                                                                        
18 邹厚本等：《江苏草鞋山马家浜文化水田的发现》，《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 年。 
19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 年第 12 期。 
20 裴安平：《文明探源，源在何方》，《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 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9年。 
21 [美]戈登•威利箸、谢银铃等译、陈淳审校：《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22 Kalervo Oberg，Types of Social Structure among the Lowland Tribes of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57(1955)，pp.472—487. 

  Elman R. 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1962； 

Elman R. Service，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5.) 
23 裴安平：《中国考古与酋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 年。 
24 胡玉娟：《全球视野下跨学科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古代国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世界历史》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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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与历史时期的文献也证明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酋邦”的影

子。 

在“区域聚落形态”基础上出现的“四级聚落等级国家论”25，一方面认为部落和酋邦

拥有一到二级行政管理机构，国家则至少拥有三级，或四级决策机构；另一方面认为级与级

的划分标准就是聚落规模一级比一级大。显然，这完全是一种形式逻辑，不仅忽视了血缘与

地缘社会的区别，还忽视了历史现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显然，由于当代西方欧美流行的各种认识血缘与史前社会形态和特点的理论都不是在尊

重历史复原历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是包含了许多人为主观的因素，因而一点都不先进，

也不可能籍此窥探和复原中国血缘社会的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早期的人类社会都是血缘社会，有关社会组织都是血缘

组织。因此，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若离开了当时社会原有的组织都不可能真正地复原历史，并

揭示历史的特点、演变过程与规律。 

    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的考古学虽然新的时代有新的需求，但由于没有新的研

究与认知理论和方法，因而就无法走近历史，复原历史。 

    一般而言，导致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缺失的主要原因共有三点。 

    第一，将考古学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平台。 

    由于近百年以来中国考古学的最大成就就是发现了一大批多彩的商周及以前的考古学

文化，以致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惯性左右了考古学者们的思维模式与取向，并认为中华文明的

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范围内由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各文化的区域特色

还暗示了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为此，要重建中

国史前史，探索文明和国家起源，首先就要研究中国的考古学文化26。然而，考古学文化的

本质是物质的，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由一群有特色的遗迹遗物构成的共同体。此外，

考古学文化都是一种地缘化的慨念，而史前的人类组织不仅以血缘为基础，而且规模与分布

地域都很小，远远不及考古学文化所覆盖的地域与范围。因此，要复原史前社会，一方面不

能用物质文化遗存代替了人类自身的血缘组织，另一方面也不能用地缘的现象和特点来理解

和复原血缘社会，再一方面更不能盲目地将考古学文化的整体都当作一个统一的社会组织。

今天，人们对考古学文化及其区系类型的认识，纯粹只是对一定时空范围内物质文化遗存共

性或差别的认识，决不能以此就代替了人类社会组织的认识和研究。 

    第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就存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与潮流。每当遇到问题就简单

地抄袭，或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论述“对号入座”。如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原因，都认为是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农业与手工业分工，导致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结果27；而在裴李岗文化及

仰韶文化早期是否已出现了父系社会的争论中，所有的研究者则都以社会贫富分化为据，有

的认为已经出现了贫富差异，有的认为即使有差异也不明显28。总之，整个学界都在使用同

一件“批判的武器”，都完全忘却了“武器的批判”29。 

对此，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给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与出版，不仅年代早，1884年，也就是136年以前；而且当时无论历

史资料还是民族学的资料都很少，尤其是关于中国的考古资料就完全等于零，因而对有关问

题的研究也就不免阶段性地域性成果的意义。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量的史前和古代遗址被发

掘出来，并为人们解放思想，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不能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

教条，而应该自觉地将还原历史，研究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考古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和义务。 

    第三，盲目地全盘引进欧美流行的理论和方法。 

                                                                        
25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146 页。 
26 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2010 年 2 月 23 日。 
27 裴安平：《质疑王巍先生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与标准》，南京师范大学/裴安平教授个人主页   

 （http://www.peianping.com/新文稿） 
28 李友谋：《裴李岗文化》，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2—158 页。 
29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 9页。 

http://www.peianp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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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欧美的理论与方法之所以在中国大受欢迎，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以社会形态研究为重点的聚落考古，欧美起步的时间明显早于中国。 

其二，20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掀起了“重建中国史前史”及文明探源的高潮，尤其是

“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要求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要探到文明之源。于是，欧美理论不仅正

好迎合了急于取得“探源”成果的需求，填补了国内没有聚落考古理论与方法的空白，还为

中国考古学披上了“改革开放”，与欧美“先进”理论接轨的时髦外衣。 

其三，马克思主义以前关于社会发展和文明、国家起源的理论也有许多没有覆盖的领域

与薄弱环节，如部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过渡形态，于是就给西方有关理论的引进和传播留下

了缺口和余地。 

    事实证明，毫无遮拦地引进欧美流行的理论和方法是错误的，不仅没有解决中国文明和

国家的起源问题，还导致了用地缘社会的历史现象来认识和定性血缘社会遗迹遗存的研究简

单化倾向。     

    基于上述国内外考古学存在的问题，不难发现今天聚焦聚落群聚形态的认识与研究具有

重大的理论与学术意义。 

    第一，有助于端正目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重点. 

    136年以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与出版，实际就为后人以人类

学、民族学资料为基础，以人为本，复原历史研究历史树立了榜样。今天，在田野发掘资料

大量出现的背景下，中国人不仅拥有了在人类学、民族学基础上，而且还拥有了在考古学基

础上续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资料和基础。因此，中国考古人不能一方面将马

克思主义教条化，一方面又沉溺于向西方学习，并用现代地缘社会学的概念去溶蚀和架空血

缘社会的真相，而是要继续以人为本将复原和研究血缘社会的历史作为学科的重点。因此，

启动和聚焦聚落群聚形态的认识与研究将有助于端正学科的研究方向与内容。 

    第二，有助于解决想走进历史但又苦于无门的思想方法问题。 

    一般而言，在史前血缘社会，聚落就是聚氏族而居的地点和场所，而聚落群聚形态就是

聚落之间以血缘为纽带近距离相聚而形成的组织和遗存形态。 

就时间而言，聚落群聚形态主要流行于血缘社会的史前与夏商周时期。 

就形成的原因而言，有二种类型。 

一种可称为“群落”，因自然的原因而形成，如环境优良，地形地貌适合居住，自然食

物资源丰富等，就可能吸引了较多的人类居住点及其组织群聚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陕西洛

南盆地就是代表，在约 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至少聚集了旧石器各时期的地点 268处30。

另一种类型完全是因为人类的社会关系而形成，可称为“组织”或“组织形态”。由于第一

种类型涉及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只有第二种类型涉及的才完全是人与人的关系，所

以它应该就是复原和研究血缘社会及其历史的重点对象和领域。 

    但是，长期以来聚落群聚形态的认识和研究却一直是国内外聚落考古的空白，还普遍认

为遗址或聚落的分布是无序的一盘散沙，因而就从思想上根本拒绝了血缘社会组织形态的认

识与研究。 

实际上，早在 1877 年的《古代社会》31中，摩尔根就已经发现了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

聚落群聚现象，他说：部落内部各氏族“不论怎样扩张他们的共同疆域，其领土总是相互毗

邻”；“一个部落一旦分化为几个部落之后，这几个部落各自独占一块领土而其领土相互邻

接”，“如几个村落共沿一条河流而彼此邻近，其居民往往出自同源，而且他们或者处于同一

部落政府之下，或者处于同一联盟政府之下”。 

    除了摩尔根的调查与论述以外，童恩正先生在《文化人类学》专著中论及的尼日利亚北

部蒂夫人（Tiv）32、前苏联 C.A.托卡列夫的《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各族人民的组织》33，詹承

绪34、严汝娴、宋兆麟35先生关于中国云南永宁纳西族母系制社会的调查，实际都证明了聚

                                                                        
30 王社江等：《洛南盆地 1995-1999 年野外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2005 年第 2期。 
31［美］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1 年。 
32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21页。 
33 Ｃ．A．托卡列夫等：《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1980 年。 
34 詹承绪等《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与母系家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35 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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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群聚形态的本质就是血缘社会聚落之间以血缘为纽带近距离相聚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组

织形态和遗存形态，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事实上，史前不仅是血缘社会，而且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一定的人类组织与群体，人类社

会所有的存在、发展、变化也都是在相应的组织内部发生的。例如，史前农业与手工业的分

工就没有地缘化的“社会分工”，而只有大型血缘组织内部的“社会分工”，一直到夏商周都

是如此。正因此，商代才会出现“世工世族”，才会“工商食官”，才会在西周早期的分封中

见到以手工特长而命名族体的现象。 

    显然，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血缘社会血缘组织物化形态的认识，有助于不同

历史时期人类生产生活实体组织的认识，还为人类走进历史,复原与研究血缘社会提供了不

可或缺的历史平台。 

    第三，有助于认识夏商周时期社会形态的本质。 

    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史前晚期晚段一直到夏商周时期都是人类由血缘社会转变为地缘社

会的过渡时期和阶段。虽然夏商周都已经是一地之方国，但考古与文献却证明这些国家国体

虽然是地缘化的，但政体还是血缘化的，统治民族的社会基础还是血缘组织，因而基层组织

的聚落群聚形态与史前完全一样；如殷墟，它的居民就是一个超大型的血缘组织——聚落集

团，其中后岗墓地就是一个聚族集中分群埋葬的典型36。正因此，聚落群聚形态的存在明显

有助于三代社会性质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第四，有助于纠正欧美学术界的有关错误思想与认识。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人类学、考古学界最突出的错误思想与认识就是淡化虚化血缘社

会的复原与研究，除了“区域聚落形态”与“酋邦”等理论明显与中国考古实情不符以外，

还认为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孤立的“游群”、“游团”，遗址的群聚现象是因为功能分区不同。

事实上，这些理论与认识都是错误的，因为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人类组织，就有遗址与聚落的

群聚形态。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在苏秉琦先生的率领下，考古学中国学派开始崛起。之所以

如此就是因为中国考古学有自己独创的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二是器物类型学，三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四是文化因素分析法。可是，进入“重

建中国史前史”的历史新阶段以后，尤其是引进国外的“区域聚落形态”作为中华文明探源

的主要理论方法之后，“中国学派”的旗帜就因为缺少自己独创的理论与方法而暗然失色。 

因此，要重振“中国学派”并同步纠正欧美学术界的有关错误思想与认识，惟有聚落群

聚形态的认识与研究才能担此重任，别无选择！ 

结束语 

基于中国考古的发现与资料，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并不是一项特别困难的研究，关键在

于现代考古人的追求与思想意识。  

今天，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要么继续融入以“区域聚落形

态”和“酋邦”为标志的欧美体系，并用地缘社会学的思想和观念浮夸和炫耀史前社会遗迹

遗物的历史特点与成就；要么以聚落群聚形态的研究为突破口，实事求是地重建中国史前史，

重建中国的血缘社会史。 

    值得期待的是，新的时代正在呼唤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也正在呼唤新

的理论与方法。 

希望关于聚落群聚形态的认识与研究能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 
 
 
 

 

                                                                        
36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 年，第 389-416 页。 


